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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周汝登《四書宗旨》——《大學》、《中庸》部分 

 

    汝登在《四書宗旨》裡透過《大學》、《中庸》，建立一套上達天命、下化萬

物的心學詮釋，以即天理、虛靈不眛的良知作為貫通核心，在全然至善的良知本

體下，展開獨特的工夫論述。於此，《大學》、《中庸》的系統性義理，在汝登詮

釋下，成為架構在心體上、歸於良知的論述。 

 

第一節 《大學》的詮釋 

 

    〈大學〉原為《小戴禮記》的第四十二篇，東漢鄭玄與唐孔穎達分別為之作

注與疏，隸屬於《禮記》，並未獨立成書。直到宋代，〈大學〉逐漸受到重視，被

學者從《禮記》中分立出來，予以獨立的講說與注解，甚而進行改本與分章。根

據朱彝尊《經義考》所言，司馬光曾作《大學廣義》一卷與《致知在格物論》一

卷，被視為最早的單行本注解。
1
稍後，二程子在大力表彰〈大學〉之際，認定

原文有錯簡且具結構可分的情況，遂將章節文句加以更移調動，形成各自的改

本。2到了南宋，朱子承繼二程之意，在理學思考與系統結構的要求下，重新編

定《大學》章次，分別經傳，增添「格致補傳」，溯源作者，形成《大學章句》，

與《論語》、《孟子》、《中庸》合稱「四書」，在科考定本的規範下，成為元明最

通行的《大學》版本，讀書人普遍學習、接受朱子詮釋下的《大學》義理。直到

明代王陽明，其在心學思想下，反對朱子的改本與詮釋，提倡回復原本的《大學》

(即古本《大學》)，並作〈大學問〉一文，展現異於朱子的《大學》義理。自此

以後，隨著陽明學派的擴張，心學進路的《大學》著作漸多，嘗試在朱子詮釋之

外開展另一種經典論述，企圖接近並闡明《大學》原義，宣示陽明學派對儒家精

神的掌握與遙契。而汝登的《大學》詮釋正是其中一部，他在心學基底下，批判

朱子的《大學》注解，並在吸納陽明的《大學》論點之後，加入自己的體悟，發

                                                 
1 朱彝尊︰「取大學於戴記，講說而專行之，實自溫公始。」見朱彝尊著，林慶彰等編審︰《點

校補正經義考(第五冊)》(臺北︰中研院文哲所籌備處，1997 年)，頁 225。 
2 李紀祥︰「明道與伊川兄弟之改本，均未有單篇傳世，僅由其弟子收錄在《程氏經說》中，屬

明道者為〈明道先生改定大學〉，屬伊川者為〈伊川先生改定大學〉。」又「明道與伊川改本，既

為改本史上之首出，自然有其意義，茲分五點以言︰(一)三綱、八目之排列形式；(二)注意到誠

意章有錯簡；(三)新民說；(四)經傳之分；(五)格致釋文。」見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

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年)，頁 44、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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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獨特的《大學》詮釋。 

    《大學》開篇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和稍後的「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全文的義理樞紐與關

鍵所在，朱子名之為三綱八目，顯示其重要性。之後的儒者如王陽明與周汝登等，

亦皆透過三綱八目的詮釋，來展現《大學》的核心價值與中心義理。故本文擬以

三綱八目為切入角度，觀察汝登的《大學》詮釋，呈現其詮解旨意與特色。 

 

一、論「三綱領」  

 

(一)以「學術之分」釋「大學」之名 

 

    對於「大學」一詞，學者解釋不盡相同。如鄭玄、孔穎達，解「大學」為「廣

博之學」，如鄭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
3
孔穎達加以

說明︰「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
4
漢唐注疏

以博大的為政之學解說「大學」之名，到了朱子的《大學章句》有了不同看法。

朱子解「大學」為「大人之學」
5
，是與「小人之學」(即童子之學)相對而言，其

〈大學章句序〉云︰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三代之隆，其法寖備，然 後

王宮、國都以及閭巷，莫不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

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禮樂、射御、書數之

文；及其十有五年，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

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理、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6
 

 

朱子認為「大人之學」是指年滿十五歲的貴族子弟、庶民俊秀，入最高學宮學習

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再根據朱子所引的程頤之言︰ 

                                                 
3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禮記正義(經解~喪服四制)》(臺北︰臺灣古籍出版

有限公司，2001 年)，頁 1859。  
4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禮記正義(經解~喪服四制)》，頁 1859。  
5 朱熹︰「大學者，大人之學也。」見《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6 年)，頁 5。  
6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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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7
 

 

可見從鄭注孔疏到朱子章句，「大學」一詞的內涵界定有了改變，從博大的為政

之學，充滿為政治國的教育意涵，轉而為「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入德之門」，

被解讀作成就道德的學問。
8
 

    到了明代王陽明，「大學」一詞在其「萬物一體」的思想下，被賦予不同前

者的全新意涵，如〈大學問〉云︰ 

 

      大學者，昔儒以為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陽明子 

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

若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

也，其心之仁本若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豈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

莫不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見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

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類者也。見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

不忍之心，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見草木之摧

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

見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

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靈昭不昧者也，

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陋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不昧若

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利害

相攻，忿怒相激，則將戕物紀類，無所不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

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慾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

一有私慾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陋猶小人矣。故夫為大人之學

者，亦惟去其私慾之蔽，以自明其明德，復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

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益之也。9
    

 

王陽明用「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大人之心」來解釋朱子的「大人之學」，意

                                                 
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4。 
8 關於「大學」一詞的釋名轉折，可參見高荻華︰《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解經研究》 (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年)，頁 17-20、25-29。 
9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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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他採用朱子之語，卻另有自己的解說︰將「大人」定義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保有「一體之仁心」的人，將「大人之學」解釋為去除私欲之蔽、恢復本心一體

之仁的學問。如岑溢成所說︰ 

  

      依陽明的看法，……所謂大人，就是自覺此天賦之良知乃人之本性，同時 

是萬物之根源，由此覺悟人與我、己與物本為一體者。故此，所謂大學，

只是去除私欲之蔽，讓良知自明自顯，由此見萬物之本為一體，從而對於

人人物物，皆能真實地親之，以實現此一體之仁。10
  

 

透過上述觀察，可知解經者在不同的學術背景與思想脈絡下，對「大學」一詞進

行不同意涵的充實，展現各自的理解角度與側重面向。身為陽明後學的周汝登，

又是如何在王陽明的解說之下，對「大學」一詞進行定義？其說與陽明有何異同？

是完全繼承陽明之說，抑或展出自己的新意呢？   

    汝登在《大學》詮釋的開頭云︰ 

 

      大學即孟子所稱大人，孔子所稱君子。儒以學術分，非以年歲論也。如其

大也，雖灑掃、應對，便是精義入神；如其小也，雖篤學力行亦謂之不知

道。11
 

 

以孟子所說的「大人」和孔子所稱的「君子」來定義「大學」，而《論語》、《孟

子》中，孔子、孟子所談論的「君子」、「大人」，多屬道德性的意涵。如《論語．

里仁篇》中，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12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

無莫也，義之與比。」
13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14
又

《論語．公治長篇》︰「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

惠，其使民也義。」
15
在《孟子．離婁下篇》，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大人弗為。」
16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17
、「大人者，不

                                                 
10 岑溢成︰《大學義理疏解》(臺北縣︰鵝湖月刊雜誌社，1983 年)，頁 135。 
11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41。 
1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93。 
1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95。 
14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96。 
15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07。 
16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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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18
在《孟子．告子上篇》，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

其小體為小人。……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19
在

《孟子．盡心上篇》，孟子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20
由上述舉例，

可知孔子和孟子言下的「君子」、「大人」，多指符合仁、禮、義，忠恕具備的有

德之人。因此，汝登以「大人」、「君子」指稱「大學」，認為「大學」的內涵應

是教導人們成為道德理想之人的學問，顯然是為陽明的說法提出進一步的例證。

接著，汝登又說「儒以學術分，非以年歲論也」，顯然不認同朱子以八歲、十五

歲區分小學、大學的說法，主張小、大之分的標準在「學術之分」，何謂學術之

分？汝登解釋說︰ 

 

      今日所辨在儒門中之異同，如所謂由仁義行與行仁義，同一仁義而真偽迥 

殊，不可不知學術之辨為此而已。21
  

 

此外，汝登在〈明學術〉一文云︰ 

 

      近來學術多歧，只要辨本末二端。從聞見上輳泊者是末，謂之摘葉尋枝；

從心體上參証者是本，謂之直截根源。庸言明善，學言知止，此宗旨也，

須從此入。不能信此者是名俗學，與道無干。22
   

 

汝登認為真正的儒學當是「由仁義行」，而「行仁義」則為歧出；辨別何為儒學

正道、何為歧道的判斷指標則在求學的工夫進路，汝登用「本」、「末」述之，認

為「從心體上參証者是本」，內在本心的領略體悟，是最根本的修養工夫，能領

略儒家精神；「從聞見上輳泊者是末」，聞見之知的學習，並非把握儒學真意的最

佳路徑，和心體參証相較，是為次要。因此，汝登小、大之分的判別在於由心體

入或由聞見入，若由心體參証儒學，則為大人，是「雖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

神」；若由聞見掌握儒學，雖「雖篤學力行亦謂之不知道」，終是小人，無法領悟

儒學真意。 

                                                                                                                                            
1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409。 
18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409。 
1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469。 
20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496。 
21 周汝登︰《東越證學錄》，頁 135。 
22 周汝登︰《東越證學錄》，頁 44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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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而論之，汝登的「大學」定義如下︰「大學」是教導如何成為道德理想之

人，成為孔子、孟子口中的君子和大人，而成就大人之學的方法在於掌握由心體

參証的工夫進路，以此循入修養德性，做任何事皆能精義入神。由此可見，汝登

對「大學」一詞的理解與王陽明並不相同，未從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去定義「大人

之學」，反而以孔、孟的「君子」、「大人」之說去解釋「大學」之意，讓《四書》

中的《大學》、《論語》、《孟子》之間，形成有意義的內涵聯繫；並且強調工夫進

路的「學術之分」是區辨大人之學與小人之學的指標，顯示汝登對工夫入手處的

看重，視此為認定與成就大人之學的關鍵。                         

 

(二)「明德」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 

 

    《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23
，對於第一句

的「明明德」，朱子《大學章句》云︰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靈不昧，以具眾理而應萬事者

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

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復其初也。24
 

 

「明德」是上天賦予人，本來光明不昧、具備眾理的，但為後天氣稟、人欲所蔽，

無法呈顯其明；故「明明德」是要人去除氣稟、人欲的偏蔽，恢復原有的光明德

性。 

    至於王陽明，其詮釋則與朱子不盡相同，認為「明明德」就是恢復、呈顯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的仁心，他說︰ 

 

      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若是。……是故見 

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

猶同類者也。見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不忍之心，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

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靈昭不昧者

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陋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不

                                                 
2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4。 
24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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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若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

利害相攻，忿怒相激，則將戕物紀類，無所不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

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慾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

人也。一有私慾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陋猶小人矣。故夫為大

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慾之蔽，以自明其明德，復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

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益之也。25
 

 

王陽明認為人人皆有根源於天、能感通天地萬物一體的「明德」，但為私欲所蔽

而泯然不顯；故「明明德」是要去除私慾之蔽，恢復天地萬物一體的本然仁心。

其說乍看之下，似與朱子相似，若再仔細比較，就會發現兩人對「明德」的內涵

解釋有本質性的相異︰朱子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描述「明德」，是基於「理」

的思想系統下的解說；陽明以「一體之仁」說明「明德」，則是側重強調人心本

具與天地萬物一體融通無隔的仁感。 

    對於「明明德」，汝登是援引他人之說來進行詮釋，既批評朱子的部分說法，

也用其「本心」思想去解釋朱說，如下云︰ 

 

      袁了凡云︰虛靈不昧，四字極好，何更說具眾理而應萬事。盧氏曰︰明德

即是本心虛者，心之寂靈者。心之感虛猶鑑之空靈，猶鑑之明。26
    

 

朱子說︰「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27
當

中未提到「心」者，亦無從看出朱子所謂的「明德者」是指「心」或等同「心」。

但汝登基於「本心」思想去理解並評斷此句，前提認知是「明德」即「心」，故

認同朱子「虛靈不昧」之說，以為朱子的虛靈不昧是本心狀態的描述，即「明德

即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並採用王陽明的「以鏡喻心」說
28
，說明本心虛靈

就猶如鏡子明淨光潔，可映照、辨析萬事萬物。簡言之，汝登以為「明德者」，

是虛靈不昧的本心，猶如鏡子般靈明，故反對朱子添入「具眾理而應萬事」句，

                                                 
25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968。 
26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41-242。 
2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5。 
28 鄧克銘︰「王陽明文獻中常見『聖人之心如明鏡』、『良知之體皦如明鏡』與『磨鏡』之語。

以鏡喻心，一方面比喻心體如鏡般具有廓然大公、隨感而應之虛明性質；一方面比喻心學之工夫

如磨去鏡上之污垢，以復心體之明。」見鄧克銘︰〈王陽明以鏡喻心之特色及其異說〉，《臺大中

文學報》第 26 期(2007 年 6 月)，頁 15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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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心之外又多加一「理」字。至於「明明德」，汝登未作解說，但透過其思考

脈絡，亦可大略推知其「明明德」之意，應是保有或呈顯此虛靈不昧的本心，使

其發揮如明鏡般照物的本質。         

    總而論之，汝登雖未跟隨王陽明，以一體之仁釋明明德，但其以本心思想去

理解朱子之說並另作詮釋，將明德解作虛靈不昧的本心，則是根基於陽明心學下

的思考與詮釋；此外，其以明鏡喻本心的描述，顯然來自於陽明的以鏡喻心說。

可說汝登在心學思想下，比陽明更強調從「本心性質」的角度去理解、詮釋《大

學》的「明德」句。         

 

(三)以「念頭一起便著境緣」釋明明德就在親民上 

 

    《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29
，關於第二句

的「親民」解釋，曾引發諸多討論，原因在於朱子承繼程頤說法，認為「親民」

當改作「新民」，《大學章句》云︰  

 

      程子曰︰「親，當作新。」……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

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30
 

 

朱子改「親」作「新」，強調大人者去除氣稟、人欲的偏蔽，恢復原有的光明德

性後，應該推以及人，使他人同樣去除舊染污習，恢復本有的明德。
31
並對「明

明德」與「親民」的關係，以「物有本末」解之，認為「明德為本，新民為末」

32
。 

    對朱子的「新民」解與「明德為本，新民為末」說，王陽明不甚同意，認為

朱子的說解並不恰當。關於「親民」一句，陽明認為古本《大學》本作「親民」，

並列舉經書中的語句，證明「明明德」之下，應作「親民」，而非「新民」，如《傳

                                                 
2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4。 
30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5。 
31 對「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中的「親」字，伊川根據後文所引的三則

《詩經》語，皆有「新」字，云「在親民」中的「親」字「當作新」；之後朱子承接其說，雖然

在《大學章句》的經文中，仍循古本為「在親民」，但卻注云︰「程子曰︰『親，當作新。』……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又於傳之二章言「釋

新民」而不言「釋親民」，足見朱子承伊川之見，主新民說。參見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

之研究》，頁 46-48、65。           
3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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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錄》所記︰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

生以為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

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不同。此豈足為據？『作』字卻與『親』

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

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樂其樂而利其利』、『如保赤子』、『民之所

好好之，民之所惡惡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類，皆是『親』字意。『親

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不親，舜使契為司徒，

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便是『明明德』；『以親九

族』，至『平章協和』，便是『親民』，便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

『修己以安百姓』，『修己』便是『明明德』，『安百姓』便是『親民』，說

親民便是兼教養意，說『親民』便覺偏了。」33 

 

另外，關於「明明德」與「親民」的關係，陽明認為兩者本為一事，即「親民」

是「明德」的開展與實踐，因為當人明其明德，萬物一體之仁心顯用，就能由內

推展而出，及於天下萬物、成就萬物，使之各得其所︰ 

 

      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 (王陽明)曰︰「明明德者，立其天地萬物一

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

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
34
 

 

故「明明德」是透過「親民」的實踐而確立，「親民」的落實是為了發揚「明德」

的光大，如勞思光說︰「『成物』即『成己』之一部分，『內』之『明德』必在『外』

之『親民』等實踐上完成自身。此陽明統一內外之旨也。」
35
基於內外統一的思

考下，陽明對「明德為本，新民為末」多所疑慮，指出朱子把「親民」改作「新

民」，然後將不同功夫的「明德」與「新民」兩事，放入指稱一物的本末說中，

顯然不妥，他說︰      

                                                 
33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1-2。 
34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968。 
35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三上)》(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 年)，頁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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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新民為親民，而曰明德為本，親民為末，其說亦未為不可，但不當分本

末為兩物耳。夫木之榦，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

之本末。若曰兩物，則既為兩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

親民不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為二。若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

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為兩乎？先儒之說，是蓋不知明德、親

民之本為一事，而認以為兩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而亦不得不分

為兩物也。36 

 

「明德」與「親民」本為一事，若說「明德為本，親民為末」，是可以的，因為

是同一事，故可以用本末稱之。但朱子改「親民」作「新民」，「新民」之意與「親

民」之意不同，自與「明德」無功夫上的連貫，故「明德」與「新民」實是兩事，

但朱子卻用本末說來稱述「明德」與「新民」，換言之，是將不同的兩事納入指

稱一物的本末說中，出現「分本末為兩物」的情況，失去「物有本末」中「一物

之本末」的原意。而導致「雖知本末之當為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為兩物」問題的

關鍵就在「新民」一句，若按照原本的「親民」解之，則「親民」為「明德」的

功夫延伸，「明德」以「親民」獲得光大，兩者同為一物的密切不僅顯而易見，

就以本末論之也貼切融通，不會有義理上的不妥。 

    對於陽明「明明德必在於親民」和「明德」、「親民」本為一事的主張，汝登

大體承繼下來，並用佛家概念進行闡述、說明，作為對「明明德」與「親民」的

詮釋，如下云︰ 

     

      陽明常說明明德工夫就在親民上，有人不肯，曰︰「豈無未與物接時工夫

耶？」陽明不答。蓋此非言解可喻，令其默思而已。誠思之︰吾雖未與物

接，念頭能不起否？念頭一起便著境緣，境緣一著便是親民影子，豈必有

人交接在前耶？若一念不起，寂然廓然，則非惟無親民可言，即明明德亦

無可言者矣。37
 

 

陽明認為「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表現「明明德」與「親民」之間互相成就的不

                                                 
36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970。 
37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4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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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關係。但有人對此提出問難，問「明明德」是否可離開「親民」或不在「親

民」中而獨自成立或完成，即「豈無未與物接時工夫耶？」陽明未作回答。汝登

認為陽明未答的原因在於「此非言解可喻，令其默思而已」，意即此問的解答無

法用言語表述清楚，必須靠思索默識方能有所領悟。故汝登在「誠思之」以下，

表達了自己思索體悟後的看法︰他用佛家的「念頭」、「境緣」等概念來解索此問

難，認為關鍵不在於有無外物，而在於一己的明明德念頭，因為就算沒有與物相

接，仍可興起明明德之念，只要此念一起，就會產生隨之而來的親民境緣，故即

便無物在前，仍可完成、領會「明明德工夫就在親民上」的意義。反之，若沒有

明明德的念頭，那麼此心就是處於寂然廓然的本體狀態，無所謂明明德工夫，亦

無隨之而來的親民之意。由上可知，汝登大體上是站在認同陽明「明明德必在於

親民」的基礎上，嘗試透過佛家的概念去說解明明德與親民，以回覆問者的疑難。

他以「念頭一起便著境緣，境緣一著便是親民影子」說明「未與物接」，即「無

物」情況(即離開「親民」或不在「親民」中)，並非影響或決定「明明德」完成

的關鍵，真正的關鍵在於一己的明明德念頭是否產生；只要此念產生，就有隨之

而來的親民之意，顯示明明德與親民的相即性。 

    整體論之，在明明德與親民上，朱、王相異的詮釋點有二，其一是「親民」

或改作「新民」，對於此點，汝登未在書中談到，但從他使用「親民」一詞進行

論述，可推論他是從陽明之說，主張「親民」一詞。其二是「明明德」與「親民」

的關係，根據前論，可知汝登是認同陽明「明明德必在於親民」和「明德」、「親

民」本為一事的主張，而與陽明不同之處，在於他以佛家的概念進行理解，以此

詮釋《大學》的此段文意。     

 

(四)「止於至善」是「不識不知」的「無」境地 

 

對於「止於至善」的理解，朱子、王陽明亦據各自的思想體系而有不同的詮

釋。如朱子《大學章句》云︰ 

 

      止者，必至於是而不遷之意。至善，則事理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親民，

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不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理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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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38
  

 

朱子以「事理當然之極」定義「至善」的內涵，認為明明德與親民若能達到「事

理當然之極」並維持不遷，就是「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的境地。顯然

朱子是以其「理」觀與「天理、人欲相對」的概念去詮釋「止於至善」之意。 

    反觀陽明，反對朱子即物窮理的說法，而用「良知」思想去解釋「止於至善」︰ 

 

      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靈昭不昧者，此

其至善之發見，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即所謂良知者也。至善之發見，是而

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不居，而亦莫不自有天然之

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不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閒也。少有議擬增損於

其閒，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後之人惟其不知至善之在吾

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度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各有定理也，是以昧其

是非之則，支離決裂，人欲肆而天理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亂於天下。……

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度之於長短也，權衡

之於輕重也。……明明德、親民而不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

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39
 

 

陽明以為「至善之發見」即所謂「明德之本體」，亦即「良知」；此是稟賦於天而

內足於個人心中的，即「至善之在吾心」；故明明德與親民止於至善，並不是向

外去索求事理，而是求之於內心的至善良知，並以此為本、為極則。如蔡仁厚所

言︰「陽明指出，明德、親民以『至善』為極則，而至善之發見，則在於『良知』。

此靈昭不昧之良知，即是明德之本體，亦即粹然至善的天命之性。所以，無論明

明德、親民，皆當『止於至善』(以至善的良知為極則)。」
40
     

    陽明的「止於至善」即「止於良知」，為汝登承繼而納入詮釋中，尤其側重

論述「止於至善」所呈現的「無」境地與「不識不知」狀態，如下云︰ 

 

      蓋明、親即是善見，有德可明，有民可親，皆不可言至。至則無聲無臭。  

                                                 
38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5。 
39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969-970。 
40 蔡仁厚︰〈王陽明「大學問」思想析論〉，見蔡仁厚︰《儒家心性之學論要》(臺北︰文津出版

社，1990 年)，頁 211。  



周汝登《四書宗旨》之研究 

 

51 
 

楊復所謂止至善則德無其德，民無其民，而明、親亦無所謂明、親是也。

41
      

 

      止於至善者，止即至善。……止字乃不識不知之妙。民止於邦畿，鳥止於

丘隅，曾容得一毫知識否耶？42
 

 

汝登認為「至善」的「至」是一種「無聲無臭」的最高境界，一旦達到「至善」

的境界，意味明明德與親民都將自然而然、毫無刻意地達成，是「德無其德，民

無其民，明、親亦無所謂明、親」，所以「止於至善」之「止」亦是「不識不知」

的。雖然汝登未明言，但可推知其描述的「止於至善」，正是「良知」流行發用

下的狀態，因為良知一旦顯用，就自然明其明德，自然親民，不假思慮安排，故

是德「無」其德、民「無」其民，明、親亦「無」所謂明、親，「無」 意味沒有

人為的私智造作，是全憑良知主宰的「不識不知」，此亦陽明所說的「至善之發

見」︰ 

 

      至善之發見，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不居，而

亦莫不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不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閒

也。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閒，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43
 

 

汝登把至善良知發用下的「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

居」強加突顯，發揮到極致，以「無聲無臭」、「德無其德，民無其民」、「不識不

知」、「曾容得一毫知識否」等加強描述，形容良知主宰下的自然發用，絕不可有

任何的人為造作和刻意把抓，是「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閒也。少有議擬增損於

其閒，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如此才可謂「止於至善」。 

    總而論之，從汝登對「止於至善」的詮釋，可知其指稱的對象正是「良知」，

但他比陽明更強調「止於至善良知」的狀態，是良知發用下自然而然、無所用心、

不刻意的「不識不知」之「無」境地。      

 

                                                 
41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42。 
42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45-246。 
43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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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知止而后有定」 

 

    《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

后能得」
44
，緊接在「三綱領」之後，循其文意，以「知止」最為重要，若能知

道所當止的目標所在，即知「止於至善」之地，就能循序進入定、靜、安、慮而

有所得。因此「知止」的解釋實與「止於至善」密切相關，「至善」的內涵決定

了「知止」之意。故朱子《大學章句》云︰「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

也。知之，則志有定向。」
45
又《朱子語類》云︰「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

便有定。能靜，能安，及到事來，乃能慮。」
46
意味所當止的至善之地是「事理

當然之極」，要志向堅定地朝此邁進，讓明明德與親民等一切作為都達於「事理

當然之極」而不遷。對於「知止」之意，王陽明則有不同詮釋，他以「吾心良知」

釋「知止之地」，認為至善之止就在吾心中，不必求索於外，批評朱子之說易形

成「支離決裂、錯雜紛紜」︰ 

 

      人惟不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理也，而求

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離決裂、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

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不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離決裂、錯雜

紛紜之患矣。無支離決裂、錯雜紛紜之患，則心不妄動而能靜矣。心不妄

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念之發、一

事之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良知自有以詳番精察之，而能

慮矣。能慮則擇之無不精，處之無不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47
    

 

陽明認為「心外無理」，主張「知止」就是「知至善之在吾心」，是「知止於吾心

至善之良知」
48
，讓良知作主宰和引導，自能使心「定、靜、安、慮」而達於有

所得的至善之地。      

    陽明認為「知止」是「知止於吾心至善之良知」，突顯「吾心良知」是所當

止之地。汝登延用陽明此說，在本心良知為當止之地的基礎下，著意從工夫論的

                                                 
44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5。 
45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5。 
46 朱熹著，黎靖德編︰《朱子語類大全》(京都市︰中文出版社，1973 年)，卷十四，大學一，

經上，頁 443。 
47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970。 
48 蔡仁厚︰《儒家心性之學論要》，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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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去論述「知止」至「能得」的「直截立成」性，換言之，一旦「知止」被把

握住了，接下來的步驟即毫無等待、相因而成。汝登云︰ 

 

      知止至能得，毫無等待，后字不可泥。陳子安問晦翁曰︰知止至能得，其

間有工夫否？曰︰無工夫。纔知止自然相因而見，只知止便是工夫。黃去

非亦如前問，曰︰工夫全在知止，若能知止則自然如此。由此觀之，朱子

之學未嘗不直截也。或問止義甚精，而淺處亦可通乎？予曰︰止無精粗、

無深淺，不識不知，無然畔援。歆羨，止也；不遷不貳，止也；即如隨緣

自足、安分守己，皆此止也。
49
 

 

      止於至善者，止即至善，故下單言止。止本自止，只是要知，故提個知。

知止則定、靜、安、慮自然相因，即以見明德、親民之皆在其中。大學之

道一知止盡之矣，於此了然則不須重說。50
  

             

汝登提出「知止至能得，毫無等待，后字不可泥」的論點，對照《大學》原文「知

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51
，此段話

提示了「定、靜、安、慮、得」五個循序的工夫步驟，但汝登卻說從「知止」到

「能得」，可以「毫無等待」的完成，此說得以成立的關鍵就在「知止」的把握，

汝登援引他人問學於朱子的記錄來加強其說，證明把握「知止」是讓後面五個步

驟毫無等待、相因而成的重要關鍵。一是陳子安之問，一是黃去非之問，在《朱

子語類》有完整的記載，如下︰ 

 

      陳子安問：「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次序，無工夫。才知

止，自然相因而見。只知止處，便是工夫。」52
 

 

      黃去私問知止至能得。曰：「工夫全在知止。若能知止，則自能如此。」53
     

 

                                                 
49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43。 
50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45。 
5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5。 
52 朱熹著，黎靖德編︰《朱子語類大全》，卷十四，大學一，經上，頁 449。 
53 朱熹著，黎靖德編︰《朱子語類大全》，卷十四，大學一，經上，頁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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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登的引用與原本的記載大致一樣，雖然如此，汝登卻脫離了朱子原有的思想脈

絡而賦予新的解讀。從朱子的回答中，可看出他對「知止」的重視，在「知止而

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中，最開頭的「知

止」是至為關鍵的工夫，要能夠「知止」，瞭解「知止是知事事物物各有其理」、

「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接著才能確立所往的方向，然後心不妄動、處

於安定、慮事精詳而有所收獲。如朱子云︰ 

 

      問「知止而後有定」。曰：「須是灼然知得物理當止之處，心自會定。」又

問：「上既言知止了，何更待慮而後能得？」曰：「知止是知事事物物各有

其理。到慮而後能得處，便是得所以處事之理。知止，如人之射，必欲中

的，終不成要射做東去，又要射做西去。慮而後能得，便是射而中的矣。

且如人早間知得這事理如此，到晚間心裏定了，便會處置得這事。若是不

先知得這道理，到臨事時便忙手亂，豈能慮而有得！」54
   

 

簡言之，在朱子看法中，「知止」是知道應該做到的「事理極則」是如何，而後

面的定、靜、安、慮、得就是實踐、落實此事理的過程。因此「知止」是確保往

正確方向前進的首要工作，意即要先樹立一個正確的事理作為依準和目標，後面

的定、靜、安、慮也才能依序展開而確有所得，故朱子才說︰「有次序，無工夫。

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但汝登在引述時，卻抽離了朱

子原本的義理脈絡，以心學角度去理解這些話，因此他之所以會引用並認同朱子

的「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和「工夫全在知止」這些話，在於他承繼陽明的「知

止」說，具有「知止」是「知止於吾心至善之良知」的認知，再根據陽明之說︰ 

 

      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不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離決裂、錯   

雜紛紜之患矣。無支離決裂、錯雜紛紜之患，則心不妄動而能靜矣。心不

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念之發、

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良知自有以詳番精察之，而

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不精，處之無不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55
 

 

                                                 
54 朱熹著，黎靖德編︰《朱子語類大全》，卷十四，大學一，經上，頁 447。 
55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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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登相信只要知道止於「吾心良知」，而且吾心良知也被把握住了，那麼「定、

靜、安、慮自然相因，即以見明德、親民之皆在其中」，意即把握住本心，良知

全然朗現後，定、靜、安、慮都會在良知的主宰下自然而有，明明德與親民也會

自然展現，故說「大學之道一知止盡之矣」。這是一種「一知則全知」，近於「頓

悟」觀點下的工夫詮釋。 

    總括而言，汝登承襲陽明的「知止」觀點，視「知止」為「止於吾心至善之

良知」，然後以直截立成的工夫角度去詮釋「知止」至「能得」段，認為「知止

至能得，毫無等待」、「知止則定、靜、安、慮自然相因」，認為「知止」即吾心

被把握住，良知朗現後，以下的定、靜、安、慮皆能毫無等待地順應而得；正在

此種觀點下，汝登才會特別援引朱子的「無工夫。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

便是工夫」和「工夫全在知止，若能知止則自然如此」之語，因為以心學觀點去

認知這些話的意涵，果能與其「止於吾心至善之良知」，然後「定、靜、安、慮」

立得立成的工夫觀點相符契；畢竟，若撇開朱子原有的義理脈絡，這些句子實能

承載、傳達汝登「知止(良知朗現)至能得(定、靜、安、慮和明明德、親民順然完

成)，毫無等待，后字不可泥」的直截觀點。正因如此，「知止」成了相當重要的

關鍵，「知止」決定了定、靜、安、慮、得與明德、親民是否能展開、成就，故

汝登相當看重「知止」，認為「大學之道一知止盡之矣，於此了然則不須重說」。       

 

三、論「八條目」 

 

(一)以「知止」釋「格物致知」 

 

    《大學》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者，

被朱子名為「大學之條目」。在此八條目中，朱子尤其看重格物致知，並以〈格

物補傳〉闡述其格致論點，說明德性修養工夫。但此八條目，到了王陽明那裡，

卻展現出相異的義理詮釋。首先，陽明反對朱子的格物補傳，他認為〈大學〉原

本義理俱足，並無缺文，不需增補；其次，對格物致知的解釋也與朱子相異，改

以心學思想去疏解，認為「致知在格物」是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使事事物

物得其正，即「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56
；

                                                 
56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45。 



第三章  周汝登《四書宗旨》─《大學》、《中庸》部分 

 

56 
 

再者，朱子因格物窮理的思想而重視「格致」，陽明則在其心學思考下，特別看

重「誠意正心」，並主張「身心意知物」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只是一事，以

明成德工夫的統一性和連貫性。 

    汝登雖然是陽明學者，但其於《四書宗旨》裡對《大學》的詮釋順序，基本

是按朱子《大學章句》的經傳分章，依序是大學章(相應於《大學章句》的經一

章)、克明章(傳之首章)、日新章(傳之二章)、邦畿章(傳之三章)、聽訟章(傳之四

章)、誠意章(傳之六章)、修身章(傳之七章)、齊家章(傳之八章)、治國章(傳之九

章)、絜矩章(傳之十章)。可見汝登的詮釋段落和順序，大致是循《大學章句》的

經一傳十，但其中卻沒有可相應於傳之五章(即格致補傳)的詮釋段落。由此可見，

汝登承繼了陽明反對格致補傳的看法，在《大學》詮釋中，僅對古本《大學》有

的內容作詮釋，而不對朱子後增的格致補傳做詮釋。整體而言，汝登依循朱子的

經傳順序進行詮釋，顯示他並不反對朱子對《大學》的經傳分判；但在格致補傳

上，則謹守陽明的反對看法，未有此段詮釋。可說汝登折衷了朱之分經傳、王之

還古本的主張，在《大學章句》的架構下，以反補傳的立場進行《大學》詮釋。 

    汝登未立「格物致知」的詮釋段落，其對格致的看法，僅見於大學章的段落

中，但也相當少，僅說︰ 

 

      格致之解紛紛猶如聚訟，吾以為下文不過申言上文而已。格物致知四字即

知止二字。57 

 

汝登認為格物致知的工夫就在「知止」中，只要「知止」，即「知止於吾心至善

之良知」，把握本心，讓良知朗現，就自然可完成格致工夫，或說一旦知止，也

就達到格致工夫所要追求的境界了。所以汝登說︰ 

 

      大學之道一知止盡之矣，於此了然則不須重說。……雖列八條目而要之一

止，俱止實只有一個知止。58 

 

汝登認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者俱在

「知止」內，「知止」含括這八者，這即是說要做到或完成這八項，必須先把握

                                                 
57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43-244。 
58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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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心至善之良知，故說︰「八者之條目收來放去止一心耳」
59
。 

    總而論之，對「格物致知」的理解和詮釋，汝登基本上是承襲陽明的看法，

反對朱子補傳；亦從本心良知的角度去說明格致，但不似陽明強調「致知必在於

格物」
60
，用正物來實現、推致吾心良知，而是強調本心掌握、良知朗現的「知

止」處，對「格物致知」的含括，由此可見汝登認定《大學》最關鍵的工夫處就

是知止一句。     

        

(二)以「無意」釋「誠意」，「無在之在」釋「正心」 

     

    汝登對「誠意正心」的詮釋，展現了工夫上「無」作用的思想特色，與陽明

以意念發動有善有惡的角度切入詮釋，較為不同。陽明在〈大學問〉對「正心在

誠意」的詮釋如下︰ 

 

      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不善，則心之本體本無不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

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不正，自其意念發動而後有不正，故欲正其心

者，必就其意念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念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

一念而惡也，惡之真如惡惡臭，則意無不誠，而心可正矣。61
  

 

心的本體狀態是為至善，本無不正，但當心應外界而發用，產生的意念可能受外

界影響而有善有惡，未必全然遵尋心體至善的指導而為善，因此「正心」並非就

心之本體而言，而是就「心」發用出的「意念」而言，是要正「心之意念」使之

為善。至於行使「誠意」的工夫，則由能知善知惡的良知負責，即「欲誠其意者，

必在於致知焉」
62
。  

    汝登在陽明「心之意念」的思考脈絡下，另外開闢出深具自己思想特色的詮

釋內容，以「不著、不執」的「無」作用之工夫，充實「誠意正心」的內涵。對

於「誠意」，其詮釋如下︰   

 

      如惡二句，直指當下。袁了凡云︰遇惡臭而惡，見好色而好，不假安排，

                                                 
59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44。 
60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972。 
61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971。 
62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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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落擬議，與見孺子入井景象一般真切。今增出好善惡惡，又云皆務決去，

而求必得之，全屬安排布置，不誠甚矣，此袁公看得是。誠意乃無意之謂，

周子曰誠無思，誠無為，解誠字分明；好好色，惡惡臭，觸著便應，曾容

得一毫意乎？63
 

 

如惡二句，就是《大學》本文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用以譬喻「誠其意者，

毋自欺也」
64
，汝登認為「誠意」如同「惡惡臭，好好色」般，是一種「直指當

下」、「不假安排，不落擬議」的自然表現，就像看到孺子落井會有惻隱之心般。

強調「誠意」是良知主宰下的工夫，在良知指導下，「誠意」工夫是自然而有的、

不假思慮安排的，是「無意之謂」，不「容得一毫意」，毫無私意的摻雜、人為的

造作，這就是陽明說的「循天理而無私意」，如《傳習錄》所載︰           

 

      (薛侃)曰︰「『如惡惡臭，如好好色』，則如何？」 

      (陽明)曰︰「此正是一循於理，是天理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惡。」 

      (薛侃)曰︰「『如惡惡臭，如好好色』，安得非意？」   

      (陽明)曰︰「卻是誠意，不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理，雖是循天理，亦著        

不得一分意。」65
   

 

汝登的「不假安排，不落擬議」，認為「若思而後往，便是不誠」
66
，主張「誠意

乃無意之謂」，就是陽明說的依循天理、依循良知，無私智小慮在其中。故汝登

反對《大學章句》中「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

必得之」
67
的解說，認為朱子落入刻意安排求之的私智小慮中，已非依循天理、

全然良知的「誠意」工夫了。總而論之，汝登此番「誠意」詮釋，展現對「良知

主宰」的絕對信任和強調，秉持心即理和良知自發能動的思考，將陽明說明「誠

意的道德理性取向與純然無私意夾雜的特性」
68
著力突顯，發揮出「誠意乃無意」

                                                 
63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47-248。 
64《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朱熹︰《四書

章句集注》，頁 10。 
65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29-30。 
66 周汝登︰《東越證學錄》，頁 234-245。 
6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0。 
68 吳伯耀︰《王陽明四書學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年)，
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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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詮釋論點。 

    至於汝登對「正心」的詮釋，亦以「不著、不執」的角度切入詮釋，是工夫

上「無」作用的另一種展現。《大學》的「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

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

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69
，汝登詮釋云︰         

 

      忿懥四者，不論發之當不當，不當無待言矣，即發之當而有所亦是不正。

程子曰︰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情。心普情順未嘗斷此四者。而

無情無心，則有而不有，乃為得其正也。心不在焉，非游心千里之謂，有

所即不在，心有所著則本心失，故曰不在。同一視也，不著於色則心在，

著於色，雖視而妍媸莫辨，故曰不見；同一聽也，不著於聲則心在，著於

聲，雖聽而是非混淆，故曰不聞；同一食也，不著於味則心在，著於味，

雖食而甘旨是迷，故曰不知味。今之欲求心在者，皆操持使不外馳以為工

夫，不知如此則心在於視，何能復聽聞；心在於聽，何能復知味。是必悟

無在之在為心在，心在斯心正也。70
 

 

汝登以不在、不著來詮解經文，頗有佛家的意味在其中。認為使心在的方法在於

順其自然發用，不要刻意執著，若刻意就會破壞本心作用的純粹性，滲入人為的

意欲，如此就非本心主宰下的自然作用了。 

    總論以上，汝登在陽明的誠意正心說之外，另以不執不著的工夫內涵進行詮

釋，顯示其從陽明的本心意念的導正主張，轉換成如何防止人為刻意的力量，干

擾良知心體的作用、呈顯。 

 

(三)「絜矩之道」即「不踰心」 

 

    對於「齊家、治國、平天下」，朱子基本上視為「格物窮理」的開展，他說︰ 

 

      《大學》論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卻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個道理。

                                                 
6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1。 
70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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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能窮得道理，則施之事物莫不各當其位；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

類，各有一至極道理。71
  

 

如勞思光論朱子的說法︰「就物物上窮理，包括自身在內，最後可以掌握貫通之

理。而掌握貫通之理而又確知萬物殊別之理時，即內可成己，外可成物。」
72
換

言之，朱子「以治國、平天下為誠意、正心、修身等工夫之直接效果」
73
。 

    至於王陽明是如何看待「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工夫，從其〈大學問〉

中論明明德、親民一段，可知只要一體之仁確立並達用於外，就能家齊、國治、

天下平。他說︰ 

 

      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

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天下人之父而

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

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神鳥獸草木也，莫不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

然後吾之明德始無不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

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74
 

 

人若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自能將此一體之仁推擴出去，做到孝弟忠恕，達到家

齊、國治、天下平了。 

    汝登詮釋「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部分，大體承自陽明的說法，認為吾心

良知全幅朗現，自能不須安排強求地實踐孝、弟、慈，並推擴出去以事君、事長、

使眾。因此汝登特別強調「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一句，認為此句正是說明良知

的自發主體性，不待也不容安排，自能發動呈顯︰ 

 

      未有學養子一句是傳宗之旨，養子不可學，亦不必學，人生萬事莫不如此。

此心自能誠，自能求全，不容一毫安排增益。75
 

         

                                                 
71 朱熹著，黎靖德編︰《朱子語類大全》，卷一百一十九，訓門人七，頁 4599。 
72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三上)》，頁 302。 
73 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三上)》，頁 313。 
74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968-969。 
75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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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此吾心良知釋「絜矩之道」，認為「絜矩」即是「不踰心」，即不超過吾心良

知之外︰ 

 

      《大學》卒章發出「絜矩」二字，足該大學之全矣。矩者，心也，心之天

則也。孔子不踰矩是不由思勉，自然而然，此加一「絜」字，求以「不踰」

而已。何以該《大學》之全？上言「心意知物」即「矩」之別名，「格致

誠正」即「絜」之實功。76
  

 

汝登以為「絜矩之道」就是遵循吾心良知，不逾越良知，並認為《大學》整書所

談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都是教導人「不踰心」，遵循吾心良知的工夫。 

     

    整體論之，在《大學》詮釋上，汝登承陽明的本心良知思想，釋明德為虛靈

不昧的本心；在行文上使用親民，顯然同意陽明循照古本的用字，但在親明是明

德的開展上，則用佛家的念頭一起便著境緣來做闡述，以明兩者互依、彼此成就

的密切關係。並標舉出「知止」的重要，認為「大學之道一知止盡之矣」，強調

一旦知止於吾心至善良知後，接下來的一切都可以毫無等待地相因而成，表現出

直截立成的工夫傾向。因此，相較於朱子對格物說和格致補傳的看重，汝登則以

陽明反對格致補傳的立場，未有補傳的詮釋，並以知止之意來把握格致，認為「格

物致知四字即知止二字」。對陽明正心在誠意的主張，汝登也有所轉化，以「無」

作用之工夫義，開出「誠意乃無意」、「無在之在為心在，心在斯心正」的工夫詮

釋。 

       

第二節 《中庸》的詮釋 

 

    〈中庸〉原為《小戴禮記》的第三十一篇，自漢代以來，除了隸屬於《禮記》

而有漢鄭玄注與唐孔穎達疏之外，也屢次被學者單獨提出，進行獨立的研究，如

南朝宋之戴顒著有《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有《中庸講疏》一卷等。至唐代，

則有李翱的《中庸說》一卷，和其〈復性書〉中關於〈中庸〉的研究，影響宋儒

                                                 
76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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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庸〉的眼光。
77
在有宋一代，看重與研究〈中庸〉的人漸多，如胡瑗、陳

襄、喬執中、司馬光等，都有關於〈中庸〉的著作。後經二程子的大力推崇，至

朱子撰作《中庸章句》，重新分章、疏理，以理學思維和道統角度進行闡釋，使

〈中庸〉正式脫離了《禮記》的禮學脈絡，與《論語》、《孟子》、《中庸》合成義

理相聯的《四書》有機架構，
78
並在官學推崇與科舉結合下，影響、決定了日後

讀書人對《中庸》內涵的理解。故程朱一脈而下的《中庸》詮釋，始終是廣大穩

固且不易動搖的，直到王陽明提出心學思想，以良知接楯天人相合，用本心說明

至誠盡性，其弟子與後學紛紛承繼，以心學闡注《中庸》，方才打破朱說獨一的

局面，讓《中庸》開展出更豐富多元的意涵。汝登的《中庸》詮釋，正反映此一

情況的解經著作，他以陽明的心學思想去理解經文，再融入自己的體會，形成獨

特的《中庸》詮釋。 

    《中庸》開篇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到「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段
79
，實為全書之綱領，不但對天命之性及中和之道有精

要的說明，同時也論及率性修道和慎獨的工夫論，顯示本體與工夫的一貫。
80
此

外，《中庸》提點出「誠」字，以至誠盡性貫通天人之道並參化天地，展現工夫

即本體的深刻思想。故本節擬從「天、性、道、教」、「致中和」和「誠」的角度

切入，對汝登的《中庸》詮釋進行觀察、剖析，以呈現汝登獨特的《中庸》見解。      

  

一、論「天、性、道、教」 

 

(一)教即是道，道即是性，性即是天，一也 

 

    《中庸》開篇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81
，展示出極宏

觀開闊的道德形上境界，先以「天命之謂性」建立儒家道德實踐的超越根據，再

                                                 
77 楊祖漢︰《中庸義理疏解》(臺北︰鵝湖月刊雜誌社，1983 年)，頁 1。  
78 高荻華︰「在宋以前，傳統經學家對於《中庸》的看法，大多時候只視其為《禮記》中的一

篇，屬於「通論」，由孔子之孫子思所作，歷述『聖德相承』為政治國的總理原則和運用，並昭

明其聖祖孔子之德而已。……但到了宋代，《中庸》的地位從《禮記》中拔擢而出，經過朱子重

新分章、注疏、詮釋，將《中庸》由以「禮」和「政教」為論述中心的《禮記》詮釋系統中抽離，

重新梳理、建構，使其成為專論『天道』、『道體』的儒學經典。接著，朱子將《中庸》與《大學》、  
《論語》、《孟子》結合，形成以『天理』觀為核心的《四書》學系統。」參見高荻華︰《朱熹《四

書章句集注》解經研究》，頁 183-184。   
7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2。 
80 高柏園︰《中庸形上思想》(臺北︰都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頁 113-114。  
8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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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完成天道人性相貫通的工夫論述。對於此段話，

朱子以理氣觀的思考角度進行詮釋︰ 

 

      命，猶令也。性，即理也。天以陰陽五行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理亦賦

焉，猶命令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理，以為健順五常之德，

所謂性也。率，循也。道，猶路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

之間，莫不各有當行之路，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

氣稟或異，故不能無過不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行者而品節之，以為

法於天下，則謂之教，若禮、樂、刑、政之屬是也。
82
   

 

天所賦之理為性，人循此性而行是為道，而人因氣質的侷限和私欲遮蔽而有離性

失道的可能，故須靠禮樂刑政等外在教化的修治，教導人們明性行道。朱子此段

解釋，在以心性為主體的王陽明看來，實難以認同，因為陽明是以「本心良知」

和「心也、性也、天也，一也」
83
來理解天、性、道、教的關係，故率性是依此

本性，即循本心良知而行；修道就是復性之本體，即復返本心良知；是分殊有異，

其本則同。如以下問答所云︰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說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為法於天下，若

禮樂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

增減不得，不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卻是不完全的物件。禮樂刑政

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不是子思本旨。若如先儒之說，下面由

教入道的，緣何舍了？聖人禮樂刑政之教，別說出一段戒慎恐懼功夫，卻

是聖人之教為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

上說。天命於人，則命便謂之性；率性而行，則性便謂之道；修道而學，

則道便謂之教。率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道之性也；修道是誠之

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率性而行，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

率性於道，未免有過不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不得而過，愚不肖者

不得而不及。都要循著這個道，則道便是個教。……人能修道，然後能不

違於道，以復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率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

                                                 
8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3。 
83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86。 



第三章  周汝登《四書宗旨》─《大學》、《中庸》部分 

 

64 
 

便是修道的功夫，『中和』便是復其性之本體。」84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率性之謂道』，性即是道；『修道

之謂教』，道即是教。」問︰「如何道即是教？」曰︰「道即是良知。良

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著他，更無有不是

處。這良知還是你的明師。」85
          

 

陽明認為天、性、道、教皆是一物，是「道即性，即命」、「道即是良知」，天命

落於人身則為性，此性在心則為良知，率性之道、修道之教都是為了將此本性、

良知落實踐履，差別只在聖人之資能循其性之本體而成道，聖人以下的賢知者和

愚不肖者則有過與不及的情形，故須透過戒慎、恐懼和致中和等工夫，復返其性

之本體，讓良知朗現得以行道。正因本性、良知，是「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

不假修飾的」，故「修道之教」只是復返本性，讓良知朗現，並非透過外在的禮、

樂、刑、政來品節修治。 

    陽明心學思想下的詮釋觀點，為汝登承繼並加以發揮。他同樣視天、性、道、

教為一，但與陽明不同處在於他特別賦予天、性、道「莫為莫致、無思無為」的

內涵，此種詮釋代表汝登對本體的理解。如下云︰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天命二字，孟子註得分明，

不必另下註腳，即下文維天之命，於穆不已亦自可見。而朱註命猶令也，

然則窮理盡性以至於令乎？天以陰陽五行化生萬物，太極在何處？氣以成

形而理亦付焉，氣先於理，理反附於氣矣，此皆未敢以為然也。本莫為莫

致之體而率循之，不識不知，施於四體，顯於事業，名之曰道；道與性名

異而實同也。言道盡之矣，而復言教者何？蓋為未能率性者言之耳。道本

無思也，而假之思慮以復於無思；道本無為也，而假之修為以復於無為，

故名之曰教。道率於性，修於教，總之曰道而已矣。86
 

 

      究而言之，天外無性，性外無道，道外無教。教即是道，道即是性，性即

                                                 
84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37-38。 
85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105。 
86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53-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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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一也。87
   

 

汝登認為天的性質是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的，而天落實於人，在人身上的顯

現是為「性」，即「天命之謂性」。因此，人所擁有的「性」與天有一樣的性質，

是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的，汝登以「莫為莫致之體」名之。因此人若循著此

莫為莫致的本性而行，就像循天而行一樣，自然能施於四體、顯於事業，這就是

與天契合的「道」，故汝登說「道與性名異而實同」，就是說「率循本性而行即是

道」，意即「教即是道，道即是性，性即是天，一也」。但有些人不知道率性而行

的道理，或做不到率性而行，此時就需透過人為的力量加以調整修治，也就是「假

之思慮以復於無思，假之修為以復於無為」，期以回復無思無為的本性，然後循

此性而行以成道。由此可知，在汝登的詮釋下，天命之性是一莫為莫致、無思無

為的本體，有其自發能動性，是不待思慮、不假人為的；而這本體、本性也正是

良知心體，因為在陽明思想中，「心也、性也、天也，一也」
88
，天、性、心實是

一物異名，並無不同。 

    總而論之，汝登大體承接陽明之說，認為天、性、道、教是一物異名；但他

顯然比陽明更強調本體、本性承天而來的莫為莫致、無思無為特性，是能感能動、

全然至善的，故不必人為的思慮與造作，只要隨順此本性而行，就可彰顯天命、

天道，實踐天人合一之道。正因如此，汝登對接下來的「慎獨」、「致中和」等工

夫論述，亦是根據天命之性的莫為莫致、無思無為特性進行詮釋，呈現不著、不

為的工夫內涵。 

 

(二)「率性之謂道」是「不可著意，不可為道」 

 

    在汝登的詮釋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指本性、良

知的落實與呈顯過程，既然如此，「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就是

在說明本性、良知內具不離︰ 

 

      道之於人如影之隨形，非是不可離，本是不相離。故曰不可須臾離，可離

                                                 
87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57。 
88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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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道者，言其本不離耳，道本不離。89
    

  

所謂的率性之道，或修道之教，都只是要人往內尋求，將本性彰顯、良知朗現，

依尋而行，並非要人往外求索一個「道」去遵循，因為良知即道。正因如此，汝

登認為慎獨和致中和工夫都只是要返復、彰顯本具的天命之性、良知心體︰ 

 

      下文工夫皆是還此不離之體而已矣。工夫如戒慎也，恐懼也，慎也，致也，

謂之率性可，謂之修道亦可。陽明子曰︰「戒慎恐懼是本體，不睹不聞是

工夫。」此率性之戒懼也，稍著意則修道矣。性空無伴曰獨，故慎者慎而

無慎，此率性之慎獨也；謂己所獨知而加意防檢則修道矣。致字極玄，曾

子言親喪所自致，此率性之致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則修道矣。子思備言工

夫，隨人自取耳。90
  

 

慎獨和致中和是為了「還此不離之體(即本性、良知)」，以達天人合一之道的工夫。

但在實踐過程中，卻因工夫的有意或無意，而有「率性」與「修道」的分別。汝

登首先引述陽明對戒慎恐懼的看法，表明「本體」與「工夫」皆指此心，兩者不

得分而論之的立場。陽明說法完整如下︰  

 

      問︰「『不睹不聞』是說本體，『戒慎恐懼』是說功夫否？」先生曰︰「此

處須信得，本體原是『不睹不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

懼』不曾在『不睹不聞』上加得些子。見得真時，便謂『戒慎恐懼』是本

體，『不睹不聞』是功夫，亦得。」
91
   

 

陽明認為「戒慎恐懼」和「不睹不聞」皆指此心，意即心之本體原是「戒慎恐懼」，

原是「不睹不聞」的，不可強分作何為本體、何為工夫來討論，因為只要良知呈

顯、主宰，此心自能「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汝登認同此種說法，

即本心良知自能戒慎恐懼、不睹不聞，而非另外在「本體(心)」上做「戒慎恐懼」

或「不睹不聞」的工夫。因此讓良知自顯「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的能力，就

                                                 
89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54。 
90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54-255。 
91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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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率性之戒懼」；但若良知不顯，無法隨時呈露「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

所不聞」的能力，就需透過有意識的思慮修為，刻意求做「戒慎恐懼」、「不睹不

聞」工夫，如此就非率性而行的戒懼，而是有所著意的「修道」。對於「慎獨」

和「致中和」，汝登也是用「著意與否」，進行「率性」或「修道」的工夫層次判

別。他認為朱子將「慎獨」解釋成「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遏人欲於將萌，

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
92
，只是「加意防檢」的「修道」工夫，與本心良知朗

現而自然「慎而無慎」的「率性之慎獨」不同。在「致中和」的說明上，則引《論

語．子張篇》的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93
去

解說「致中和」之「致」，若能像遇父母之喪般自盡其極地「致中和」，此「致」

就是發自本心良知，深層不能已的「率性之致」；反之，就是有意「學以致其道」

的「修道」工夫。            

    由上可知，汝登認為良知朗現、主宰後，心體自能作出戒慎恐懼、慎獨和致

中和的工夫，即是「率性之謂道」；反之，若滲有人為的著意，如此之下的戒慎

恐懼、慎獨和致中和，就非由本心自然而生，而是人的有意作為，是屬「修道之

謂教」的工夫。可見汝登是以無意、有意，即是否有人為執意、造作，去作率性

與修道工夫的分判。這與陽明對率性與修道的敘述有些不同，陽明說︰「聖人率

性而行，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

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著這個道，則道便是個教。……人

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
94
陽明

認為聖人資質高超，故能自然而然地率性成道；聖人之外的其他人則會有過與不

及的問題，因此必須用工夫來復返本性，然後才能率性而行。可見陽明是以能否

不失本性、能否自然順循本性而行，來說明率性與修道的分別；而汝登則是以實

踐過程的有意、無意，是否有執著、造作的痕跡，來說明率性與修道，作為兩者

的分判。 

 

二、論「致中和」 

 

(一)未發已發不以時言 

                                                 
9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3。 
93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67。 
94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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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登除了強調不著、不為，一切依循本體「率性」做去的工夫實踐，也在詮

釋「致中和」的段落中，展現其本體觀以及工夫不離本體的主張。這些詮釋所展

現的論點並非汝登的創發，可在陽明對「致中和」的相關解說中，找到思想相聯

的承繼痕跡，為汝登承接後再加以發展出獨特的詮釋意涵。 

    對於《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95
段，

陽明以為「未發之中」所指涉的內涵是「純天理之心」，是「良知」︰      

 

      劉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不覩，恐懼

不聞』，養得此心純是天理，便自然見。」96
   

 

      未發之中即良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97
 

 

可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並不是指心未有任何情緒或情感波動的寧靜狀

態，而是指稱無私欲、純天理的超越本體，也就是陽明所謂的心體良知。因此陽

明特別明辨「中」是屬於「理」而非「氣」的層次︰   

 

      問︰「寧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

當其寧靜時，亦只是氣寧靜，不可為未發之中。」曰︰「未便是中，莫亦

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理，方是功夫。」
98
  

 

既然「未發之中」是指純天理的本心良知，所以得「未發之中」的工夫下手處就

在此心，只要去除私欲的遮蔽，回復到本體的良知狀態，就是「未發之中」，陽

明說︰ 

 

      須是平日好色、好利、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復纖毫留滯，而此

心全體廓然，純是天理，方可謂之喜怒哀樂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95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2。 
96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37。文中的劉觀時，武陵人，陽明的弟子。 
97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64。 
98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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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而且陽明相信，純是天理的本心良知，自能應物而做出合理的反應，意即是的知

其是，非的知其非，喜怒哀樂也能隨順而發，有應當的表現，一切情緒、行為都

會恰當合理，這就是發而中節之和，他說︰ 

 

      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

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不可。100
 

 

陽明並用「本體」與「發用」的概念來描述「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是「體

用一源」的密切關係︰ 

 

      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

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101
  

 

陽明認為「未發之中」的本心良知「自然能」應外物外事而做出「發而中節」的

表現，這是本體的本然能力，有其自發與能動性，故說「有是體即有是用」、「如

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明此體不待

勉強思慮，自能順當而發用合理。因此，若外在表現並沒有一一中節之和，並不

是「未發之中」或本心良知有所缺陷，而是根本未得「未發之中」，即此心並不

是或還不是純天理的良知狀態，所以才沒有發而中節之和。由此可見，在陽明的

看法裡，未發與已發，中與和，或說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有著密不可分的

緊密關係，「未發之中」藉「發而中節之和」而顯，「發而中節之和」也因「未發

之中」而有，兩者互相依存、彼此成就，是同時存在的。因此陽明反對將未發、

已發分說或分而論之︰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說了，只得劈頭說個無

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若說有個已發未發，聽者依舊落在後儒見解。

                                                 
99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23。 
100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21。 
101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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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真見得無未發已發，說個有未發已發，原不妨原有個未發已發在。」問

曰︰「未發未嘗不和，已發未嘗不中。譬如鐘聲，未扣不可謂無，既扣不

可謂有。畢竟有個扣與不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

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102
  

  

其中的後儒分說，大概是指朱子在《中庸章句》裡的注解
103

，分別以「性」、「情」

去說「未發之中」和「已發之和」，將已發、未發分作質性不同的內涵來理解。

因此陽明提出「無未發已發」，強調「體用一源」和「體用相即，不可分說」的

觀點，亦即未發之中、已發之和都來自於純天理的本心良知，是同一個本體的狀

態與作用。而且已發、未發只是方便描述的語言，若對實際的本體而言，其實沒

有所謂的已發、未發的區分，因為體用是相即不離的，有此本體自然就有此發用，

發用中必然存有本體。 

    陽明以本心良知解「未發之中」，強調「有是體即有是用」的「體用一源，

體用相即」觀點，皆為汝登承接、吸收，並融入「致中和」段的詮釋中，呈現其

「寂然不動」的本體觀，和「心體平則見物物皆有生意」的工夫主張。此節先論

本體觀，下一小節再論工夫主張。首先，對未發、已發，汝登詮釋云︰ 

 

      未發、已發不以時言，朱子亦云︰「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本體未嘗

不寂然。」此言極透，乃不入集註。楊龜山曰︰「孔子之慟，孟子之喜，

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中固自若也。」莊子所謂出怒不怒，

則怒出於不怒；出為不為，則為出於不為。皆明未發、已發不以時言。
104

  

 

汝登所謂的「未發、已發不以時言」，是說未發、已發不可解釋作先後次序之意，

若以未發為先、已發為後來理解，容易讓人以為本體在未發、已發之際有所變動

或轉化，而忽略了本體本然無所動的性質。本體本身純然天理，「理」當然是超

越、無有所動的；故引朱子的「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本體未嘗不寂然」，來

說明本體即理，屬超越的形上層次，無論未發或已發，本身皆是寂然不動。然而，

此一純理不動之本體，卻能應外事外物而讓情緒、行為有恰當合宜的表現是，但

                                                 
102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115。 
103 朱熹︰「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

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見《四書章句集注》，頁 23。 
104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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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以這些外在的情緒、反應，來懷疑本體是否有了變動，或否定本體寂然不動

的性質，故汝登引楊時的「中固自若」和莊子的「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
105

，

來證明本體本身是不慟、不喜、不怒、不為，純然天理的形態，但能應事應物而

讓情感、行為有慟、喜、怒、為的合宜表現，雖然如此，並不影響亦不能改變本

體之所以為本體的寂然不動特性。 

    簡言之，汝登提出「未發、已發不以時言」的主張，是為了強調本體即理、

純然不動的性質，而此本體其實就是指本心良知，標舉良知靈明不昧，能感應萬

事萬物，做出恰當行為，卻絲毫不損其純然天理的本質，將之凌越未發、已發的

框架，置於絕對的主體地位。  

     

(二)心體平則見物物皆有生意  

 

    在「致中和」一段中，汝登以純粹天理、寂然不動的本體，來詮釋「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和「中也者，天下之本」。而他認為達到「中節之和」、「天

下之達道」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關鍵處，不在他處，就在此心

體上。他說︰ 

 

      即致、即位、即育，不是功效，無有等待。吾嘗譬言之，如人患頭痃疾者，

天地皆若反覆不寧，痃疾除而天地正矣。有心體乖戾者，面前物物可憎，

心體平而見物物皆有生意，滿街都是聖人矣。裁成輔相一一不少，即在致

中和內。
106

    

  

所謂的「不是功效，無有等待」，是不認同朱子《中庸章句》裡的「效驗」說︰

「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心之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

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
107

汝登認為只要本體，即本心良知朗現，「當下、

即刻」就能致中和，進而推展出去，使天地萬物皆能各安其位，各得其生。這些

都是本體自然順當、不待思慮勉強的發揮與作用，若以「效驗」說之，就顯得多

一層轉折，帶有效果、成效的目的性意味。汝登此一詮釋正是在本體上做工夫的

                                                 
105 《莊子．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

為矣。」見[清]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頁 815。  
106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56-257。 
10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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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認為只要把握本心、良知朗現，成己成物即能一齊具現，有直截立成的工

夫特性，類似佛家頓悟說。 

   

三、論「誠」︰誠無思，誠無為  

 

    「誠」字在《中庸》裡占有重要的地位，是貫通天人合一之道與成就內聖外

王之道的關鍵。在「天命之謂性」的大綱領下，提出「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人之道也」
108

和「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109

，保證人可以透過本性

之「誠」達到與天合一的至誠境地；並以「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

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110
和「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111
，說明人在「至誠盡性」的推致

下，可外化天地萬物，發於自誠地涵容並成就萬物。對於《中庸》聯結天人、義

蘊豐富的「誠」字，朱子與王陽明都本著各自的思想體系去進行解釋。朱子在《中

庸章句》中，以天理的角度釋「誠」︰「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

112
其中的「真實」兩字，偏向天道存在的意義，「無妄」兩字，則偏於人道的價

值意義，由此突顯「誠」字貫徹形上形下，合通天人的內涵。
113

至於王陽明，則

本著心學的良知思想釋「誠」，如《傳習錄》所言︰ 

 

      誠是是心之本體，求復其本體，便是思誠的工夫。114
  

 

      誠是實理，只是一個良知。115
     

 

      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便是至誠。116
 

 

陽明認為「誠」是「心之本體」，是「良知」，因此《孟子．離婁上篇》的「誠身

                                                 
108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38。 
109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42。 
110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43。 
111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44。 
112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24。 
113 吳怡︰《中庸誠的哲學》(臺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4 年 3 月二版)，頁 57-58。 
114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35。 
115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109。 
116 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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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117

和

《中庸》的「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118

，其中的「誠身」之道，

和「思誠」與「誠之」的「人之道」都是要人返求自身的心體良知，只要反諸己

身，復求自心良知，就能證諸天道、體現至誠。由此可見，王陽明顯然比朱子更

強調「誠」由天下貫至人，內在於人心的意涵，並認為「誠」不外乎其他，就是

心體良知的推盡，只要復本心體、朗現良知，就能體證天人合一的至誠之道。 

    對於陽明著重闡發「誠」內在於人心的意涵，汝登大體承繼並表現於釋「誠」

文字中。首先，他引周濂溪《通書》中的「誠」義來解釋《中庸》的「誠」︰ 

 

      周子曰︰「誠無思，誠無為。」此解「誠」字之妙旨也，別解皆非。
119

       

 

周濂溪在《通書》的原文，並沒有「誠無思，誠無為」這一句，循汝登說的「無

思、無為」去比對，僅可找到兩段相似的文句如下︰「誠無為，幾善惡。德︰愛

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120

和「〈洪範〉曰︰「思曰睿」，「睿

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
121

周濂溪在這兩句中，分別用了「無為」、

「無思」形容誠體自然無造作、無思慮的寂然狀態，而「無為」、「無思」亦非濂

溪所創，實出自《易．繫辭上》︰「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
122

在這裡，無思、無為是形容易道渾然無覺、沌然無為，也可說是

「無動機，無思慮」
123

。由此可知，汝登援用《易》和《通書》的「無思」、「無

為」解釋《中庸》的「誠」，視之為超越純然的天道誠體，本身無雜慮，無造作，

精純靜寂而不妄動。 

    接著，對於「誠」如何成為天人合一之道，汝登則扣緊「天命之性」與「率

性之道」作說明。他以「首二句即首章性教之分」
124

來詮釋「自誠明，謂之性；

自明誠，謂之教」，意即「自誠明，謂之性」是「率性之謂道」，「自明誠，謂之

教」則是「修道之謂教」。對「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這段話，則詮釋

                                                 
11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395。 
118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38。 
119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69。 
120 周敦頤著，董榕輯︰《周子全書》(臺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 年)，頁 126-127。  
121 周敦頤著，董榕輯︰《周子全書》，頁 144-145。 
122 徐芹庭︰《易經詳解》(桃園縣︰聖環圖書有限公司，1994 年)，頁 1390。 
123 吳康等︰《學庸研究論集》(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 10 月再版)，頁 233。 
124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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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誠者，自成，天命之性也；而道，自道，率性之道也。下一自字，不由天

賦，不假人為也。125
                 

 

汝登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與論「誠」的段落相結合，是

為了闡明天道本誠，因此由天賦予的人性亦是「誠」，故人率循此性即是「自誠

明」和「誠者，自成」的至誠之道。反之，若人沒有意識到「人性本誠」，或沒

有做到率循本性之誠，就要透過後天的修治以達到「誠」，即是「修道之謂教」

的「自明誠」。汝登反覆以「天命之性」、「率性之道」進行闡述，是為了突顯人

能體現天道之誠，達成天人相合的接點，不在身外的別處，就在自身的「本性」

上，而實落的工夫也簡明易瞭，就是《中庸》開篇的「率性之道」；換言之，人

性天賦，因此純然無雜慮、無造作的天道之誠，也在人性之中，人只要自然地順

循本性而行，就能體現人性之誠並展現出來，達到與天道之誠相契的天人合一之

道。汝登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來詮釋論「誠」的相關段

落，除了強調「本性」為天人合一的關鍵點，標舉「率性」的重要外，也讓前面

的「天、性、道、教」之義與後面的「誠」義能互相闡發、印證，在「人性」作

為天人相合之交契點的前提下，以「誠」作為「天性」與「人性」融通相交的內

涵，亦即「《中庸》後半篇言誠，實緊扣前半篇之性、道、教而言；而性、道、

教之理，亦唯有提至『誠』之一義來發揮，始見其偉大貫通處。」
126

。 

    汝登相信人若循本性而行，盡本性之誠，就能與天道相契，達到天人合一。

而此天人合一之道就表現於人與天一般，能推盡人物之性，並化育天地萬物。因

此他對「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段，詮釋如下︰ 

 

      此即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一旨。盡人物之性及贊參天地，俱已完

在盡性內，無有一毫等待漸次。127
 

 

說明「盡性」的當下，就可化育、成就天地萬物，顯示照應天地萬物的始點是在

                                                 
125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70-271。 
126 王開府︰〈中庸思想體系新探〉，《孔孟學報》第 40 期(1980 年 9 月)，頁 139。 
127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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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性之內，本性之誠推致到底，自能育成天下萬物，是「無有一毫等待漸次」的，

似乎用了佛家頓悟的意涵來形容「盡性」工夫的直截，以突顯本性工夫的唯一性

和簡易重要。如在「至誠無息」段，汝登引用朱子的話來證明「至誠盡性」是唯

一的工夫︰ 

 

      或問朱子曰︰「至誠無息一段，諸家多作次第說。」朱子曰︰「只一個至

誠已該了，豈復有許多節次。」晦翁於此，見之極透。128
    

 

朱子這段話的原文是︰「『至誠無息』一段，鄭氏曰：『言至誠之德，著于四方。』

是也。諸家多將做進德次第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更有許多節次，不

須說入裏面來。」
129

汝登特別著眼朱子的「只一個至誠已該了，豈復有許多節次」，

以證明「至誠盡性」工夫的直截了當。因此，汝登也認為只要「至誠盡性」做到

了，經綸天下、立天下大本、知天地化育都將一齊完成︰ 

 

      此亦只重至誠二字，下皆至誠之能事。經綸、立本、知化，三者一體異名、

一時俱了，根源只在至誠。130
  

 

由此可見，汝登認為「至誠盡性」是達天人合一和內聖外王之道的唯一工夫，故

工夫不待外求，就在自身本性上，因此汝登在詮釋過程中，不斷提到「本諸身」

的重要，他說︰「蓋聖道一切不離身外，工夫一切不離明哲，發育峻極皆本此身。」

131
又說︰「君子之道本諸身而已」。  

    總論以上，汝登對「誠」的定義雖然沒有像陽明一樣，直接釋以心體、良知，

但他引用周濂溪形容誠體的「無思、無為」來解釋，說明「誠」為一純然無思慮、

無造作的天道誠體，亦完整展現《中庸》之「誠」所具有的超越絕對性格；汝登

對陽明闡發「誠」內在於人心的承繼，主要表現於「至誠盡性」工夫的強調上，

汝登主張人只要率循天賦予人的「本性」而行，就能展現本性之誠，而與天道之

誠合徹合一，達成天人合一之道，並在率性盡性的當下，能無有等待地化育、成

就天地萬物，並做到內聖外王之道。可看出汝登相當強調「誠」內在於人，內在

                                                 
128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71。 
129 朱熹著，黎靖德編︰《朱子語類大全》，卷六十四，中庸三，第二十六章，頁 2514。 
130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75。 
131 周汝登︰《四書宗旨》，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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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性」，因此工夫當由此入手，別無他法；而無有一毫等待漸次和一時俱了

的工夫說明，則顯出汝登在工夫方面的主張，具有當下即刻性的特色，似乎有受

到佛家頓悟說的影響。 

 

    透過此節的整理、分析，可以知道汝登在詮釋《中庸》上，大體承襲了陽明

的「心也、性也、天也，一也」之說，做出天、性、道、教為一的論述，但特意

強調本體(心、性)是同天道一般的「莫為莫致、無思無為」之體；對陽明以體用

一源、體用相即的觀點來詮釋未發、已發，汝登承接為「未發、已發不以時言」，

以強調本體寂然不動、中固自若、不怒不為的天理性。相較於陽明以聖人、聖人

以外之人來論率性與修道，汝登則以工夫的有意與無意去定義、區分率性與修

道，突顯工夫上「無」作用的重要，惟有避免人為的執意，方能成就良知的主宰

和展現；而其以「心體平而見物物皆有生意」來說明「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則是在「無」作用的工夫之外，展現富含佛家頓悟意味的直截立成工夫

論述。   

 

 

 

 

 

 

 

 

 

 

 

 

 

 

 

 

 


